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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家庭经济压力何以促进工作重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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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压力转换理论，建立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家庭经济压力情境下如何经由员工的积极

应对策略对工作重塑产生影响，以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对 311 名员工进行多时

点的追踪数据分析显示，家庭经济压力促进员工工作重塑，而员工的积极应对策略中介了该过程；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即当主管表现出更多的家庭支持行为时，增强家庭经济压力对工作重塑的影

响，且积极应对策略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反之，则不显著。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当员工面临家庭经济压力，

管理者应多激励员工采取积极应对策略，从而激发组织员工在工作中更加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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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ransactional  stress theory,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examine how employees'

active coping influences job crafting under family financial pressure and the role of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in this con-

text. Analysis of multi-time follow-up data from 311 employees reveals that family financial pressure encourages job crafting, medi-

ated by  active  coping.  Enhanced  family  support  intensifies  this  effect,  making  active  coping  more  significant.  Conversely,  in  its   ab-

sence, the  effect  is  negligible.  In  practice,  managers  should  encourage  active  coping  among employees  facing  family  financial  pres-

sures, thereby fostering greater workplace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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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压力是个体感知到家庭资源不能满足家庭需要时所产生的一种压力感 [1]。然而，当前生活

中的教育投入、房屋价格等依然偏高，导致员工面临着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家庭经济压力[2]。现有研究

主要集中在家庭经济压力降低了家庭幸福感 [3]，影响了孩子的心理健康 [4]，造成了家庭破裂的情况 [5] 等，

较少涉及家庭经济压力对员工工作的积极作用的探索。基于此，本研究以压力转换理论为基础，探讨家

庭经济压力对员工工作行为的积极作用。

压力转换理论（Transactional stress theory）认为，员工面对压力时会投入到“压力评价—应对策略选择—

结果产出”的过程。即当员工面对环境中的压力性事件时，进行初级评价与次级评价。在初级评价时，员

工需要评价事件对自己的关联性和重要性，将事件分为无关、有利和有害 3类。在次级评价时，员工要

把已经存在的应对资源与事件需要进行比较，当员工发现事件需要与应对资源不匹配时，压力便会产生，

进而选择应对策略 [6]。同时，当员工在次级评价阶段认为该压力可以进行有效处理时，员工倾向于选择

积极应对的策略 [7]。Xiao等 [8] 发现当员工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工作不安全时，他们会根据自身的职业倾

向对当前的不安全感进行分析，进而采取积极应对的策略。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员工面对家庭经济压力

时，更愿意采取积极应对策略。

一旦员工选择积极的应对策略时，他们会采取相应的积极行为，对自己的认知态度、工作关系和目

标任务进行相应的调整，做出实质性的显性改变 [9]。这种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本研究选择工作重

塑作为员工采取的积极应对策略的积极行为。工作重塑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行为，表现出员工的积极主动

性，员工通过工作重塑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10]。由于工作重塑有助于员工的工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让员

工心情愉悦地完成工作，进而提升工作绩效 [11]。员工通过工作重塑来提高工作绩效，在工作中获得更多

的经济来减缓经济压力[12]。因此，本研究提出工作重塑是员工应对家庭经济压力的有效积极行为策略。

进一步地，是不是员工面临家庭经济压力时，都一定会采用积极的应对策略呢？以往研究对积极应

对策略的边界条件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主动性人格 [13]、员工调节焦点 [14] 等一些个体差异和环境特征方面，

尚未将领导的行为纳入边界条件的考量中。事实上，领导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改善员工在家庭和工作之间

的平衡、选择和应对。其中，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s, 简称 FSSB）是常

见的和下属家庭息息相关的行为，它表示领导给予员工家庭支持，包含情绪性支持、工具性支持、角色榜

样行为、创新型工作—家庭管理四个方面 [15]。本研究引入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作为边界条件，考察它在

员工家庭经济压力和应对关系间的调节功能。以往研究表明，当主管表现出更多支持行为时，员工得到

更多的家庭与工作间的支持 [16]。因此，本研究认为当主管表现出更多支持行为时，员工拥有更多资源以

及领导的支持，员工更愿意采取积极应对策略。

基于以上的论述，本研究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并收集多时点追踪数据进行验证。本研究主

要有以下三个理论贡献。第一，探索员工在面临家庭经济压力时的积极行为反应，为分析家庭压力如何

影响员工的研究提供新的发现。第二，通过验证积极应对策略的中介作用解释家庭经济压力对工作积极

作用的过程机制。该中介作用基于压力转换理论视角，揭示“为什么”员工在家庭经济压力的刺激下投

入到工作重塑中。第三，通过检验 FSSB的调节作用阐释领导行为如何干预员工积极压力应对的过程。

相比较于以往多重视性别 [17]、家庭友好型政策 [18] 等个体差异类型与组织层面的边界条件，本研究引入的

领导行为对深入了解家庭经济压力的边界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员工家庭经济压力及其对工作的影响

家庭经济压力表现为收入的减少、高负债资产比、工作不稳定以及无法支付的账单。当家庭成员的

收入不能满足现有的生活水平、现在的经济水平不能支付抵押贷款等情况时，个体就感知到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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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面临这种压力时，个体感知到被家庭的需要，就会承担更多的家庭赡养责任[19]，因为家庭赡养是个

体长期的一种责任与义务，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 [20]。家庭经济压力如果不及时解决，就导致一些负面

事件的产生（例如心理不健康） [21]，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暂的。在面临家庭经济压力时，个体更

愿意采取积极的行为去支持、改善和增益家庭。由此本研究从压力转换理论的角度，去分析面临家庭经

济压力的员工选择积极应对策略。

压力转换理论提出，当个体面对环境中的压力性事件时，对压力性事件进行初级与次级评价，进而产

生压力反应 [6]。在初级评价时，因中国传统思想中家庭的重要性，将事件认为是有利的 [22]。在次级评价

中，个体评价已存在应对资源与事件需要之比。当个体发现自己生活水平与经济不匹配时，压力便会产

生 [23]。在次级评价时，当个体将情境评价为挑战时，更愿意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行为。以往研究还表明，

作出挑战性评价的个体比作出威胁性评价的个体付出更多的努力并且表现更好 [6]。压力转化理论还指

出个体会投入到实质性的行为中以解决压力，即经过认知层面的积极加工后，个体做出某种针对性的行

为以缓解或消除这种压力[24]。

工作重塑是员工为了使自己的兴趣、动机和激情与工作相一致而自我实施的一系列使其工作任务

及关系边界发生改变的积极行为，包含任务重塑、关系重塑和认知重塑三种 [25]。例如，员工可以在工作

中进行任务重塑，即自主增加或缩减任务数量、拓宽或缩小工作范围、改变在工作中的表现[26]，或者通过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工作程序来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升工作绩效 [11]。在面临家庭经济压力时，员工将努

力工作作为造福家庭的一种方式，从而分配更多的劳动力给工作，来获取经济支持家庭[27]。因此，企业的

员工进行工作重塑，对工作边界进行改变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28]。在工作中保持较高积极性的员工，可以

获得更多的资源去缓解或消除家庭经济压力 [29]。因此，在面对家庭经济压力时，能激发员工的积极主动

性，进而表现出积极行为。基于以上的推断，本研究提出假设 1。

H1：家庭经济压力与工作重塑呈正相关关系。

 (二)积极应对策略的中介作用

压力转换理论认为，压力的本质是一种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当个体对环境评价为挑战性时，

个体对内部应对资源进行评估，进而采取应对策略 [6]。个体就关心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应对

这种压力，进而采取应对策略[30]。积极应对策略是采取积极的措施试图消除或克服压力源或改善其影响

的过程，它包括主动采取直接行动、加大努力以及逐步进行应对尝试 [31]。首先，家庭经济压力可能导致

家庭关系的不幸福，个体通过加大努力来缓解经济压力，进而消除这种压力的负面影响[32]。其次，积极应

对策略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而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旨在解决问题，做些事情来改变压力的

来源 [33]。所以在面临家庭经济压力时，个体要采取积极应对策略消除和克服这种压力。在生活中，工作

是员工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的主要方式之一 [34]。也就是说，当面临经济压力时，会激发员工在工作中加大

努力和主动采取行动，从而产生工作重塑的行为。即积极应对策略在家庭经济压力和工作重塑之间起到

中介的作用。

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员工面对家庭经济压力更愿意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原因如下:第一，在初级

评价时，个体认为赡养家庭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同时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且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下家庭成员对于个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个体会毫不犹豫地担起责任，所以个体将家庭经济压力看

作是挑战型的。第二，在次级评价时，个体认为可以通过自己更加努力，在经济上支持自己的家庭，从而

采取积极应对策略来应对这种压力。第三，个体为支持最重要的人，可以促使员工在工作中更加努力。

当个体感知到被家庭需要时，工作的热情和决心增强。所以面临家庭经济压力时，员工感知到被家庭需

要，从而更加努力地去应对这种压力，从而在工作中更加积极主动。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家庭经济压力与积极应对策略呈正相关关系。

H3：积极应对策略中介了家庭经济压力与工作重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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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调节作用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是主管表现出的对员工家庭方面给予支持的行为[35]，旨在帮助员工平衡

工作—家庭之间的非正式工作家庭资源[36]。Hammer[15] 将 FSSB划分为情绪性支持、工具性支持、角色榜

样行为、创新型工作—家庭管理四个维度。例如，主管提供情绪支持时，与员工谈话和关心他们的家庭

和个人生活等情况 [37]；主管提供工具性支持时，能确保员工日常任务的完成 [38]；主管作为角色榜样时，为

员工的家庭和工作关系提供帮助和意见 [39]；主管创新型工作—家庭管理时，协调员工的家庭和客户的工

作时间、地点和方式，让员工完成工作 [40]。FSSB是员工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纽带，它对员工的认知和行为

起到调整的作用，已有研究证明 FSSB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都有积极影响 [41 − 42]。由此可见，FSSB很可能

调节家庭经济压力和积极应对策略的关系。

根据压力转换理论的相关内容，个体面对环境中压力性因素而产生的反应并非单纯由压力性因素所

决定的，而是压力性因素作用的基础上受个体因素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的 [6]。所以在 FSSB表现较多时，

能降低员工情感退缩和孤独感 [36]，缓解压力给员工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使员工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这

种压力；在 FSSB表现较少时，不会影响员工的应对策略 [20]。其次，在 FSSB表现较多时，员工会持有更多

的资源，承受弹性变高[43]，使得员工会更加倾向于将家庭经济压力视为挑战型压力，从而更加积极乐观地

去应对；在 FSSB表现较少时，员工的资源不发生变化，所以不影响员工对家庭经济压力的评估。不仅如

此，FSSB表现较多时，能让员工对组织更加信任和更有感情。因为员工感知到主管对于他们家庭方面的

支持与帮助，拥有幸福生活的重视与关心，员工更愿意积极地应对压力 [44]。员工通过工作中获得的支持

与帮助，来支持、改善和增益家庭。当感知到较少的 FSSB的情况下，员工未必能感知到组织的支持，所

以不改变员工的应对过程。基于以上推断，本研究提出假设 4。

H4：FSSB调节了家庭经济压力对积极应对策略的关系。当 FSSB表现较多时，家庭经济压力对积极

应对策略的影响较强；当 FSSB表现较少时，家庭经济压力对积极应对策略的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本研究首先提出家庭经济压力与工作重塑呈正相关关系。为考察相应的过程机制，本研

究提出积极应对策略的中介作用，这是因为员工迫于责任和义务，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来进行工作，

进而支持、改善和增益家庭，同时减缓家庭经济压力。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考察 FSSB的调节作用，提

出在 FSSB表现较多时，员工更加积极地应对家庭经济压力，从而在工作中更加主动。因为 FSSB表现较

多时，可以增进员工与组织彼此的信任，员工就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主动提高工作效率回报组织。然而，

在 FSSB表现较少时，员工不会得到组织的支持，进而不会影响其工作状态。以上假设共同形成一个被

调节的中介模型，即积极应对策略中介家庭经济压力与工作重塑的影响，而该中介作用受到 FSSB的调

节。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FSSB调节积极应对策略对家庭经济压力和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当 FSSB表现较多时，该中介

作用较强；反之，当 FSSB表现较少时，该中介作用不成立。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家庭经济压力
(Time1)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Time1)

积极应对策略
(Time2)

工作重塑
(Time2)

图 1    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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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研究样本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本研究在正式收集问卷之前，在研究设计上考虑同源偏差等问题。

本研究收集两时点的追踪数据（Time1和 Time2），以减少横截面数据的同质性。在时点 1，员工回答有关

家庭经济压力、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控制变量的问题。1个月后的时点 2，员工回答有关积极应对策

略、工作重塑和匹配信息的问题。在具体发放问卷时，首先研究人员事先与企业详细说明调研的主要目

的及方式，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再进行问卷发放；其次，向企业说明数据收集的结果仅用于学术研究，不进

行个案分析，确保参与人员的匿名性；最后，研究人员向被试企业提出人员筛选的条件，例如确保员工在

两次调研时间点内不会出现离职或出差的情况。

调查样本主要来源于西南地区的十多家企业，初步拟定共 400名员工参与调研。在第一次发放问卷

时，由于出差、外出、开会等原因，共回收 368份问卷；在第二次发放问卷时，只向参与第一次调研的员工

发放问卷，同样由于出差等原因，共回收 322份问卷。最后，剔除无效问卷 11份（如 1/3以上题目没有填

答，无法进行匹配等），本研究获得 311份有效问卷。

最终研究样本的特征如下：性别方面，男性占 55.31％，女性占 44.69％；年龄方面，25岁及以下占

18.33％，26—30岁之间占 17.04％，31—35岁之间占 18.33％，36—40岁之间占 15.75％，41—45岁之间占

12.22％，46岁及以上占 18.33％；教育水平方面，高中及以下占 28.37％，专科占 32.16％，本科占 22.19％，

硕士及以上占 17.28％；婚姻状况方面，已婚占 76.53％，未婚占 23.47％；有无孩子方面，有孩子占 72.35％，

没有孩子占 27.65％。本单位工作年限方面，1年以下占 15.11％，2至 4年占 26.37％，5至 7年占 23.47％，

8至 10年占 16.08％，11年以上占 18.97％。

 (二)变量测量

所有量表均参照 Brislin的“翻译—回译”程序将量表翻译成中文，并邀请两位相关专家对翻译后的

量表进行审阅。本研究中的变量均采用 Likert 5点计分法进行测量。

家庭经济压力的测量采用 Vinokur等（1996）[45] 和 Song等（2009）[46] 开发的量表，共 5个测量条目。由

员工根据自身情况在第 1时间点填写（“1”=非常不困难/非常不可能/非常不大，“2”=不困难/不可能/不
大，“3”=一般/不确定，“4”=比较困难/比较可能/比较大，“5” =非常困难/非常可能/非常大），典型的条目

如“我现在的家庭总收入会让我的生活感到困难的程度”。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94。
积极应对策略的测量采用 Carver（1997） [47] 开发的量表，共 4个测量条目。由员工根据自身情况在第

2时间点填写（即“1=完全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典型的条目如“当面临家庭经济压力时，我会采取

额外的行动来试图摆脱这种压力”。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95。
工作重塑的测量采用 Leana等（2009） [48] 开发的量表，共 6个测量条目。由员工根据自身情况在第

2时间点填写（即“1=完全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典型的条目如“当面临家庭经济压力时，我会主动

使用新的方法来改善我的工作”。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60。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采用 Hammer等（2013） [49] 开发的量表，共 14个测量条目。由员工根据自身情

况在第 1时间点填写（即“1=完全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典型的条目如“我的直属主管通过有效的沟

通帮助我解决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67。
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婚姻状况以及有无孩子，因为以往研究证实男性和女性在

承担家庭经济压力方面存在差异，而婚姻状况和有无孩子直接影响家庭的经济压力 [17]。此外，本文借鉴

以往工作重塑研究的控制变量，选取年龄和工作年限进行控制[50]。

 (三)统计方法和分析思路

采用 SPSS23.0和 Mplus7.4进行数据分析。其中，SPSS主要用于数据整理、描述性统计分析等；

Mplus主要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假设检验。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各变量间的区分度。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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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两步结构方程模型程序，首先评估测量模型，然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基准模型与备选模型的拟

合度，从而确定本研究的最优模型。最后 ,采用偏差纠正的 Bootstrap方法来检验中介效应，并使用

MONTE CARLO的方法，来构建 95％的置信区间。

 三、实证检验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进行假设检验前，本研究对家庭经济压力、积极应对策略、工作重塑、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从而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本研究首先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 14个题项根据它的四

个维度进行打包，设定一个四因子模型，其次根据可能出现同源偏差的情况（变量测量来自于相同的评价

者或在同一时点进行）依次设定了竞争模型。从表 1模型的拟合结果可以看出，相较于其他竞争模型，四

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χ2/df = 2.260, CFI = 0.964, TLI = 0.958, RMSEA = 0.064, SRMR = 0.032），且各个指

数都在可接受范围内，这就表明四个变量之间具备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2 df χ2/df △χ2( df) CFI TLI RMSEA SRMR

四因子模型(FAM, ACT, JC, FSSB) 329.936 146 2.260 — 0.964 0.958 0.064 0.032

三因子模型(FAM, FSSB, ACT+JC) 957.008 149 6.423 627.072*** (3) 0.842 0.819 0.132 0.111

三因子模型(FAM+FSSB, ACT, JC) 1 361.880 149 9.140. 1 031.944*** (3) 0.764 0.729 0.162 0.141

二因子模型(FAM+ACT, JC+FSSB) 1 967.884 151 13.032 1 637.948*** (5) 0.646 0.599 0.197 0.173

单因子模型(FAM+ACT+JC+FSSB) 2 917.830 152 19.196 2 587.894*** (6) 0.461 0.393 0.242 0.215

注：FAM表示家庭经济压力；ACT表示积极应对策略；JC表示工作重塑；FSSB表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表示p < 0.001（双尾检验），下同。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23.0统计分析软件对各个主要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2整理出它们的

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由表 2可知，家庭经济压力与工作重塑（β = 0.183, p < 0.001）、积极应对策

略（β = 0.185, p < 0.001）、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β = 0.313, p < 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积极应对策略与工

作重塑（β = 0.411, p < 0.001）呈显著正相关。初步支持本文的假设。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性别 0.450 0.498 —

2.年龄 35.340 8.947 −0.040 —

3.教育程度 1.800 0.825 0.002 −0.503*** —

4.工作年限 6.790 5.491 −0.057 0.627*** −0.192*** —

5.婚姻状况 0.770 0.425 −0.067 0.633*** −0.381*** 0.434*** —

6.有无孩子 0.720 0.448 −0.052 0.636*** −0.348*** 0.418*** 0.896*** —

7.家庭经济压力 3.432 0.792 −0.010 0.093 −0.201*** 0.036 0.124* 0142* (0.894)

8.积极应对策略 4.191 0.646 0.028 0.280*** −0.128* 0.129* 0.137* 0.157** 0.185*** (0.895)

9.工作重塑 4.049 0.729 0.036 0.211*** −0.112* 0.097 0.190*** 0.203*** 0.183*** 0.411*** (0.960)

10.FSSB 3.673 0.751 0.016 0.210*** −0.098 0.145* 0.103 0.116* 0.313*** 0.373*** 0.276*** (0.967)

注：N = 311; * p < 0.05、** p < 0.01、*** p < 0.001 (双尾检验)，下同。对角线括号内为变量为Cronbach α系数。

 (三)假设检验

假设 1提出家庭经济压力正向影响工作重塑。根据表 3中的模型 1整理的结果可知，在控制人口统

计变量后，家庭经济压力与工作重塑呈正相关关系（γ = 0.150, p < 0.01）。由此，假设 1得到验证。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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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家庭经济压力正向影响积极应对策略。继续控制上述的控制变量，将家庭经济压力作为自变量，

积极应对策略作为因变量放入方程中，根据表 3中的模型 2的结果可知，家庭经济压力与积极应对策略

呈正相关关系（γ = 0.140, p < 0.01），假设 2得到验证。假设 3提出积极应对策略中介了家庭经济压力与工

作重塑的关系，表 3模型 3的结果可知，积极应对策略与工作重塑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γ = 0.412, p <

0.001），且此时的家庭经济压力与工作重塑的关系不再显著，说明积极应对策略完全中介了家庭经济压

力与工作重塑的关系。进一步地，20 000次的 MONTE CARLO检验结果显示，家庭经济压力通过积极应

对策略影响工作重塑的间接效应显著（95%CI = [0.005, 0.087]），CI值不包含零。由此，假设 3得到验证。
  

表 3    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类型

主效应 中介效应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工作重塑 积极应对策略 工作重塑 积极应对策略 工作重塑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截距 4.049*** (0.040) 4.191*** (0.034) 2.321*** (0.257) 4.167*** (0.034) 2.431*** (0.267)

控制变量

性别 0.069 (0.080) 0.046 (0.069) 0.050 (0.075) 0.030 (0.066) 0.053 (0.074)

年龄 0.016* (0.007) 0.028*** (0.006) 0.004 (0.007) 0.022*** (0.006) 0.003 (0.007)

教育程度 0.037 (0.058) 0.047 (0.050) 0.018 (0.054) 0.028 (0.048) 0.016 (0.053)

工作年限 −0.008 (0.009) −0.009 (0.008) −0.005 (0.009) −0.009 (0.008) −0.005 (0.009)

婚姻状况 0.037 (0.216) −0.143 (0.188) 0.096 (0.202) −0.105 (0.178) 0.095 (0.199)

有无孩子 0.132 (0.204) 0.037 (0.178) 0.117 (0.191) 0.058 (0.168) 0.109 (0.188)

主变量

家庭经济压力 0.150** (0.051) 0.140** (0.045) 0.092 (0.049) 0.031 (0.047) 0.096 (0.052)

积极应对策略 0.412*** (0.061) 0.392*** (0.063)

FSSB 0.251*** (0.047) 0.117* (0.055)

交互项 家庭经济压力×FSSB 0.126* (0.053) −0.128* (0.060)

Residual variance 0.486*** (0.039) 0.369*** (0.030) 0.424*** (0.034) 0.330*** (0.026) 0.412*** (0.033)

R-square 0.082** (0.030) 0.115*** (0.034) 0.200*** (0.041) 0.208*** (0.041) 0.222*** (0.042)

95%CI [0.020, 0.101]

假设 4提出 FSSB调节家庭经济压力和积极应对策略的正向关系，表 3模型 4的结果可知，积极应对

策略与家庭经济压力和 FSSB的交互项显著（γ = 0.126, p < 0.05）。本研究进一步还进行简单的斜率分析，

其结果显示当 FSSB多时，家庭经济压力与积极应对策略显著（SIMPLE SLOPE = 0.125, p < 0.05）；当

FSSB少时，家庭经济压力与积极应对策略不显著（SIMPLE SLOPE = −0.064, p < 0.05）。由此，假设 4得到

支持，其分析结果见表 3，调节效应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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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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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5对整体模型提出假设，即 FSSB调节积极应对策略对家庭经济压力和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非参数方法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对整体模型进行检验。首先分别计算 FSSB较多时（均

值加 1个标准差）和较少时（均值 1个标准差），家庭经济压力通过积极应对策略影响工作重塑的间接效

应。由表 3的模型 5结果可知，积极应对策略工作重塑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γ = 0.392, p < 0.001）,此时的

系数正是二阶段路径系数。进一步地，通过 MONTE CARLO进行再抽样设定为 20 000次，结果显示，当

FSSB多时，家庭经济压力通过积极应对策略影响工作重塑的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 = 0.049, p <

0.05, CI = [0.009, 0.095]）显著，CI值不包含零；当 FSSB少时，该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 = − 0.025, n.

s., CI = [0.021, 0.101]）不显著；高低差异（Difference = 0.074, p < 0.05, CI = [0.012, 0.146]）显著，CI值不包含

零。以上结果说明，假设 5得到支持，详细结果见表 4。
  

表 4    简单斜率及间接效应检验

结果
变量 阶段 效应

FSSB 第一阶段(Px→m) 第二阶段(Pm→y) 间接效应(Px→m ×Pm→y) 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

工作重塑

低 (−1 SD) −0.064(0.070) 0.392*** (0.063) −0.025(0.028) [−0.082, 0.029]

高 (+1 SD) 0.125* (0.052) 0.392*** (0.063) 0.049* (0.022) [0.009, 0.095]

差异 0.189* (0.080) − 0.074* (0.034) [0.012, 0.146]

注：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采用在线Monte Carlo多重采样法(20 000次)计算，网址为http://quantpsy.org/medmc/medmc.htm。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员工的家庭经济压力对工作重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积极应对策略

在家庭经济压力和工作重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③FSSB调节家庭经济压力与工作重塑的正向关系，在

FSSB表现较多时，家庭经济压力通过积极应对策略对工作重塑的影响较强；而 FSSB表现较少时，家庭

经济压力通过积极应对策略对工作重塑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结论不仅丰富家庭经济压力的研究，深入地

从员工应对这种压力的策略进行探索；同时，本研究还有助于管理者了解员工压力对工作影响的过程，启

发管理者如何更好激发家庭对工作积极影响等方面的工作。

 (二)理论贡献

第一，探讨了员工家庭经济压力对工作行为的积极影响。现有文献中，员工将绩效压力视为威胁时，

就可能耗尽员工的情感、精力、认知资源等，让员工在工作场所中产生不文明行为[51]；员工将工作压力视

为挑战时，就可能给员工带来积极的情绪、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源等，让员工在工作中更加努力，从而

提高工作绩效 [52]。本研究认为，员工面临家庭经济压力可能给工作带来一些积极影响。其中，工作重塑

是一种潜在的结果。所以本研究证实家庭经济压力促进员工的工作重塑，对以往有关员工压力影响的研

究提供了新的发现。

第二，从压力转换理论视角去探讨家庭经济压力引发员工的工作重塑，验证了家庭经济压力通过员

工积极应对策略对工作的过程机制。家庭的重要性让员工在初评时，认为家庭经济压力是挑战型压力，

进而员工采取积极主动应对策略。由于家庭经济压力不及时解决，就引发负面的影响 [53][54]。压力转换理

论的运用对深入了解家庭经济压力的积极作用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为“压力评价—应对策略选择—结果

产出”的过程机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第三，证实 FSSB对家庭经济压力和积极应对策略的边界作用。关于采取积极应对策略的边界条件，

特别是面对家庭经济压力情景时而产生的积极应对策略的边界条件，以往研究多从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

入手，例如配偶关系、家庭友好型政策[17][18] 等。本研究则引入 FSSB，并发现 FSSB表现较多时，在面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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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经济压力时员工更愿意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当 FSSB表现较少时，家庭经济压力与积极应对策略在统

计上没有显著性关系。总之，相比较于以往多重视个体差异类型与组织层面的边界条件，本研究引入的

领导行为对深入了解家庭经济压力的边界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三)实践启示

对于员工而言，在面临家庭经济压力时，要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勇于担起家庭的重任，通过在工作

中更加积极主动来减缓家庭压力，从而获得工作的意义。其次，在面临家庭与工作冲突时，要尝试和主管

沟通所面临的困难，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来解决问题，让员工在工作中不为家庭的事情而分心。最后，在

面临这种压力时，员工多与家人沟通，获得家庭更多的支持，从而工作起来更加轻松。

对于管理者而言，应当多提供对员工家庭和工作之间的支持行为。在发现员工家庭有需求的时候，

可以跟员工进行沟通交流，疏通员工的情绪，让员工感知到组织对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如，可以请假回家

照顾孩子)；其次，可以确保员工的工作能够完成 (如，允许家庭负担重的员工，照顾家庭的同时完成工

作)；也可以给员工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设性意见，以解决员工的家庭需求（如，如何在家庭冲突时与家人进

行有效沟通）；还可以创新性地管理员工的工作时间、地点及方式等（主管根据员工的时间灵活安排工

作）。这些行为可以促使员工对组织更加信任，对家庭的顾虑减少，在工作中更加努力。

对于组织而言，首先，可以对主管开展家庭型主管行为的相关培训，加强主管处理员工工作与家庭关

系的能力。其次，在甄选主管时，可以选择比较认同家庭支持型行为的主管，也可以对主管的这类行为进

行效果考察。最后，组织可以提供一些正式的支持家庭工作关系的政策 (例如可以在周末为员工举行家

庭聚会，使家庭氛围更加和睦，从而员工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工作中的事务等)。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对于家庭经济压力的分析主要考虑积极应对策略，但是在生活中也

存在消极应对策略的情况，未来研究可以加入一些消极应对的策略。例如，可能员工在面对家庭经济压

力时，选择情感和心理的暂时回避，可能产生家庭—工作冲突等。第二，虽然验证积极应对策略促进面临

家庭经济压力的员工的工作重塑，但没有研究是否可以减少或消除员工的家庭经济压力，所以未来的研

究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经济压力的动态模型，来评估家庭经济压力随时间推移的变化。第三，数据方面，本

研究采取多时点的匹配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限制我们得出因果结论的能力。为进一步加强我们结论

的因果推断，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纵向研究或实验来促进更强的因果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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